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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与江右文化 

刘上洋
1
 

【摘 要】：长盛不衰的江右文化传统，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晚明心学的深刻影响，有力地提

升了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对儒家文化的忠实信仰和实践，以及汤显祖宦海浮沉的经历，为他的戏剧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江右宗教文化的影响，为汤显祖的戏剧融入神秘而又瑰丽的色彩。江右文人的铮铮

风骨和强烈文化情怀，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江右戏剧文化的繁荣，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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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是明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他所创作的“临川四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高

峰。四百多年前，他与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地球的东西方遥相矗立，使世界的戏剧星空呈现出“双星同辉”的璀璨景

象。也许人们要问，汤显祖为什么能同莎士比亚一样，写出那么不朽的戏剧杰作？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学巨匠及其作品

的诞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及其文化的孕育。汤显祖出生在明代的江西，这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正是家乡文化

的熏陶和影响，为汤显祖打下了扎实的思想文化功底，从而登上了戏剧创作的最高峰，成就了他辉煌灿烂的文学人生。 

一、江右文化传统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江西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自古以来文化就非常发达，尤其是在宋明两朝达到了鼎盛。江西这种文化气象的出现，既有江

西历史传统的浸染，也有江西人文环境的营造。 

第一，江西是读书之邦。耕读传家一直是江右地区的传统。几乎每个家庭都把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哪怕穷得叮当响，

也要送儿上学堂”。《临川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容斋

随笔》也说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吉州更是“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

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
[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西历代读书的人数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江西是进士之邦。自隋朝创办科举制到清末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全国共录取进士约十万名，其中江西就达一万名，

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列全国第一。宋代曾巩家族出现了一门五人同登进士科，祖孙六代38人考中进士的盛况。明代建文二年

（1400），科考录取的 110位进士中，不仅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而且连二甲的第一名和第三名也是江西人，在前六名

中江西人占了五位。 

在之后四年科考录取的 472 名进士中，江西人又囊括了状元、榜眼、探花和二甲前四名，也就是说前七名都是江西人。据

《江西状元谱》[2]一书记载，从唐代到清代，江西一共出了 42名状元，28位宰相，62位副宰相，其中吉安占了将近一半。这也

是“隔河两宰相，五里十状元”所说的来由。 

第三，江西是书院之邦。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澹台就游学南昌，结草为堂，授徒讲学，开书院之先河。从唐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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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书院蓬勃兴起。德安义门陈创办的东佳书院是全国最早的书院。据史书记载，江西历代书院共有 1200 多所，在全国独占

鳌头，到了清代虽有下降，但仍居全国第 2 位。其中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濂溪、白鹭洲、盱江、鹅湖、象山、豫章等。这些

书院学子众多，人气旺盛。 

北宋思想家李觏创立的盱江书院，不仅接纳本地学子，而且接纳外地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一时盛况空前。被誉为“天下

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更是学子如云，前来求学问学的人数最多时达到 1000余人。白鹭洲书院也以延续办学 800年、培养

众多杰出人才而闻名天下。 

第四，江西是文学之邦。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其中有不少在全国地位崇高，成就卓著，有些甚至开宗立派，自成一家。

有开创了田园诗派的陶渊明；有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有创立了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有宋词四大家中的晏殊

和晏几道父子；有《容斋随笔》的撰著者洪迈；有创立了诚斋诗体的杨万里；有创立了格律词派的姜夔；有写下“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任《永乐大典》主编的大明才子解缙。辛弃疾长期居住在江西，他的 60%的诗词是在江西

写的。谢灵运、王维、王昌龄、李白、孟浩然、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在江西也留下了不少的诗文。王勃的《滕王阁序》

更是成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第五，江西是理学之邦。江西是理学的重要发源地，理学在江西有着深厚的基础，周敦颐是理学鼻祖，曾在江西洪州任职，

最后隐居庐山，他提出的“一实万分”奠定了理学本体论的基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是心学的创立者，王阳明对

心学的发展和定型也主要是在江西完成的。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化和体系化是在江西最后完成的，这不仅在中国

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对中华民族心理性格和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理学发展进程中，有一件事是必须永远记住的。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天，朱熹和陆九

渊在鹅湖书院相会，并就“尊德性”与“道问学”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

心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要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性。而朱熹则认为人要通过问学才能致知，要先博览

而后归之约。这次争辩进行了三天，虽然双方的观点始终没有得到统一，但首开了学术自由辩论之风，其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

远的。 

第六，江西是艺术之邦。江西的绘画在全国独树一帜，南唐的董源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八大山人的大写意画刷新了明

末清初的一代画风。戏剧、音乐、书法、灯彩等艺术也独树一帜。所以，朱熹总结了江西文化人的四大特点：一是“志大”，

有建立体系的气魄；二是“耻与人同”，不喜欢依附他人，勇于创立新说；三是“坚执”，不轻易随时风而变，也不因有人批

评而动摇；四是“秀而能文”，就是文采飞扬，富于雄辩，文章出色。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汤显祖和上述著名人物中的王安石、曾巩、晏殊和晏几道父子、陆九渊等都是江西临川人，这些先辈

同乡的人生和成就不能不对汤显祖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汤显祖的家庭也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家有藏书四万余卷。祖父汤

懋昭号“词坛上将”，父亲汤尚贤是当地有名的学者。正是江右文化和家庭文化的这种熏陶，使得汤显祖从小就对文学艺术产

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自觉。 

他五岁能属对，十来岁就精通乐府、五七言诗，13 岁时师从名家徐良傅开始学习古文诗词，同年又拜王阳明的四传弟子罗

汝芳为师学习理学。21 岁以江西省第八名的出色成绩中了举人，此后因其不愿依附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直至三十四岁时才考

中进士。由于熟读诸子百家和诗词文章，勤于思考和笔耕，汤显祖不仅八股文写得很好，而且是个诗词高手。他一生写了二千

多首诗，在26岁时就刊印了自己的三本诗集。汤显祖还博览群书，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

书，知识面非常广，他的“临川四梦”都是取材于唐宋的民间话本、笔记和传说。由此可见，汤显祖辞官归隐家乡后之所以能

够写出戏剧杰作，这与他打下的坚实文学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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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明心学提升了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任何文学都是一定思想和艺术观的体现，作者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观，就一定会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

作者思想和艺术观的高度，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高度。汤显祖生活在讲学之风兴盛的晚明时期。其时，创立之初尚不为社会

所知的王阳明心学，由于他的两个弟子即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和浙东王门开创人王畿的讲学传播，成了社会的显学。 

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挚友李贽和达观都是王阳明心学的坚定信奉者和倡导者，前者是著名的

思想家，后者是全国宗教领袖和“四大高僧”之一。这样，王阳明心学也就牢牢地扎根在汤显祖的思想深处，引领和指导着他

的戏剧创作。 

一是亲民思想。王阳明在继承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与民不亲而亲”，与“愚夫愚妇”同好恶的观

点，意思是对全体人民都要一样对待，不能亲这个不亲那个，不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他的弟子也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仁

者，人也”“人心即天理”“人道即天道”。李贽更是鲜明地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汤显祖也认为做官为政要

“以人为贵”“要于便民”。 

在《南柯记》[3]中，汤显祖把这种亲民、为民的政治理想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失意书生淳于棼梦入槐安蚂蚁王国，被国王

招为驸马。又得瑶芳公主的推荐，出任南柯太守二十年，他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移风

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把南柯治理得青山浓翠，草木光辉，国泰民安，欣欣向荣。 

他因此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后来公主病逝，右相段功乘机进谗，将他调回京城，明升暗降拜为左相。回朝后，因经不起

权势、金钱、美女的诱惑而堕落，被国王撤掉官职。淳于棼虽然做的是一场梦，但他的经历说明，为民是为官的标尺，为官必

须亲民爱民，为民办事，这样就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反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情爱思想。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胆提出了“人性”二字，“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

情”，主张“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李贽更是提倡个性自由和个人对情的追寻，并热情讴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

汤显祖也强调：“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 

这种追求自由情爱的主张，在《紫钗记》《牡丹亭》里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突出。《紫钗记》[4]写的是王府歌妓之女霍小玉元宵

之夜出去观灯，不慎将紫玉钗挂在梅树梢上，恰被游学长安的陇西才子李益捡到。两人一见钟情，相爱成婚。李益后来高中状

元，却因未投拜权贵卢太尉，便被派往边塞参军，新婚夫妻被拆散。待李益期满回京又被卢太尉软禁府中，欲强招为婿。霍小

玉忧思成疾，卖掉紫钗，四处寻访李益的消息。终因黄衫客仗义相助，李益和霍小玉夫妻得以团圆。 

《紫钗记》这出戏充分表现了当时男女青年敢于冲破重重阻力，大胆追求自由情爱的生活，是一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

制的爱情颂歌。与《紫钗记》相比，《牡丹亭》[5]更把青年男女这种追求自由情爱的境界推向了一个极致。戏一开场，南安太守

杜宝的独生女杜丽娘就在老师对她开讲《诗经·关雎》篇时，发出“关了的雎鸟，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不如鸟乎”的感慨。 

同丫鬟来到后花园，看到春意盎然的景色，她又禁不住叹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回房后，杜

丽娘昏昏入睡，梦中与一手拿柳枝的书生相会，两人情意绵绵，梦醒后相思成疾，画了一幅自画像便抑郁而亡。家人把她葬在

梅树根下，画像藏于湖山后石，并建了一座梅花观。三年后，岭南书生柳梦梅赴考路过，养病于梅花观。闲游花园时拾得杜丽

娘的自画像，于是日夜观赏呼唤，得与杜丽娘阴魂幽会，两人互诉衷情。于是柳梦梅叫人掘墓开棺抱起杜丽娘，给她灌下还魂

汤，杜丽娘醒来复生。两人结为夫妻，双双赴京赶考，柳梦梅高中状元。 

如果说一般的男女情爱戏剧中的矛盾只是停留在“情与理”的冲突层面的话，那么《牡丹亭》则不仅反对封建礼教对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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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的禁锢，更主要是突出了男女情爱还可以突破生死界线，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爱情可以让人死而复生。正像汤显祖自己

所说的那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不

仅把男女情爱提升到了一个“情至”的境界，表达了真挚的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的人生美好理想，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也就使这出戏更加深刻，以至超出了爱情的范围，闪耀着自由人性的光辉。 

三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这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尽全力所倡导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不断地从

内心修炼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尽量达到完美的境界，并在日常行动中努力付诸实践，不能想的和做的不一致。心中有良知，满

街皆圣人。普通百姓应这样要求自己，各级官员更应这样要求自己。 

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官场却完全相反，许多官员知行严重背离，表里严重不一，满嘴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这使汤显祖

感到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借《邯郸记》这部戏给予了无情的鞭挞。书生卢生在经过山东赵州的黄粱饭店时，仙人吕洞宾看到他

功名心太重，便送了他一方青瓷枕头而酣然入梦，其中六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出将入相，享尽了一切荣华富贵，受尽了皇帝的恩

宠，临死的时候还不忘为自己的小儿子讨一个荫袭，梦醒时才发现店家为他做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这是晚明一部封建官场

的现形记，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荒谬，强烈表达了作者对违背良知、知行不一的官场生活的痛恨和鞭挞。 

四是晚明心学在文学上反对复古模拟。李贽从王学的“心性论”出发，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创作必须抒发己见，从“绝

假纯真”的童心出发，要有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以袁宏道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也主张文学创作要“独抒性灵”，要不断

创新，反对复古。汤显祖非常赞成这种观点，也反对模拟古人，强调真情、卓识和灵性的统一，“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提

倡“文情不厌新”，要有感而作，不断追求新意。这也是他戏剧创作的重要思想。 

临川四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就是发自内心、勇于创新的结果。无论是霍小玉的“鞋儿梦”还是杜丽娘的“游园惊梦”，

无论是淳于棼的“南柯一梦”还是卢生的“黄粱美梦”，在这些光怪奇丽的梦境中，汤显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寄托和思想表

现得酣畅淋漓，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学情趣。以梦为戏，是汤显祖戏剧的一大特色，也是汤显祖在戏剧上的一个创新。特别是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为爱死而复生的形象，不仅使该戏突破了过去传统的男女情爱表现手法，充满了

一种传奇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更为可贵的是戏中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观众。 

娄江女子俞二娘，读了《牡丹亭》后写了很多的评注，越评注越觉得自己很像杜丽娘，于是心里郁郁寡欢，最终手握剧本

断肠而死。杭州有位女演员商小玲在戏中饰演杜丽娘，当演到寻梦这一出时倒了下去，当丫鬟来搀扶她时，发现已经气绝身亡。

所以，时人沈德符说“《牡丹亭》一出，家家传颂，几令《西厢》减价”。由此可见，《牡丹亭》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晚明心学在戏剧上的集中体现。 

三、儒家文化修养与宦海经历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江右文人的孜孜追求。自唐至清，江西人为官的很多，明代就有“朝士

半江西”的说法。在历代的江西官员中，不少人都有所作为，以至出了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改革家和文天祥这样著名的民族英

雄。虽然晚明社会朝政黑暗，贪贿横行，内忧外患严重。但汤显祖还是和众多江右知识分子一样，志存高远，心怀憧憬，认真

刻苦读书，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热切希望由此进入仕途，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一番事业。他曾将自己喻为

“豫章之剑”，并在任太常寺博士时写下诗句：“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表达其远大的政治

抱负。 

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汤显祖所愿，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由于拒绝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其为自己儿子陪考的笼络，汤显祖两次参

加会试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在张居正去世后的次年中了进士，又因为拒绝相继为相的张世维、申时行的拉拢，失去考取翰林院

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的庶吉士职位的机会，只好到留都南京任个太常寺博士的闲职。然而四年的任期未满，又因平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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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高攀龙等好议朝政，被人中伤，改任詹事府主簿，官阶也从正七品降为从七品。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40岁的汤显祖好不容易调到礼部任主事，官阶也升为六品。公元 1591 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太湖

地区遭遇洪水灾害，老百姓流离失所。朝廷拨了数十万两银子并派了特使杨文举前去救灾。但杨文举却借机侵吞灾款，收受贿

赂，出卖官职。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朝首辅申时行不仅不对杨文举严加处理，反而对其加官晋爵，而将一些忠心耿耿、揭发

他们罪行的官员予以贬谪。这引起了汤显祖的极大不满和愤慨。 

于是，他写了《论辅臣科臣疏》，要求彻查杨文举等一干贪官。由此得罪了朝廷权贵，加上间接批评用人失当的神宗皇帝，

汤显祖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了个编外典史。这是一个于九品之外没有品级的闲吏。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汤显

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当他了解到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导致当地人轻生好斗时，便在知县熊敏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

书院，并发表《贵生说》，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大德曰生”。并说：“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自贵，

又知天下之生者，皆当贵也。”以此来教育和挽救轻生好斗的民众，让人们认识生命的可贵，决不能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不

珍惜。 

迫于舆论的压力，两年后，朝廷把汤显祖调到浙江遂昌任知县。遂昌是浙江西南山区的一个小县，不仅地方偏僻，土地贫

瘠，民间房舍破旧，全县没有一所书院，县城也只有城门没有城墙，而且盗贼猖獗，豪强霸道，虎患横行，经常出现老虎吃人

的现象。于是，汤显祖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建立书院，兴教劝学;班春劝农，鼓励农耕。同时建立射厂，训练兵壮，进山剿虎，

为民除害。 

不仅如此，汤显祖还仿效唐太宗的做法，让囚犯过年期间与家人团聚，在元宵之夜又带他们观灯。汤显祖通过德刑兼施、

宽严相济的治理，使遂昌呈现“琴歌积雪讼庭闲”“市上无喧少斗鸡”的升平景象，这也就是他在《牡丹亭》第八出《劝农》

中所写的“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荫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这些善政，

使汤显祖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一时名冠两浙。 

但也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妒忌，说他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汤显祖一气之下便挂冠去

职退隐还乡。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好事的县令，在县城专门建了“遗爱祠”。从隋朝开始，在遂昌任过

知县的有 315人，还没有第二个人得到过这种待遇。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不仅有官场仕途上的，而且还有家庭生活方面的。他 20岁时娶妻吴氏，十年后吴氏病逝。辞官回乡不

久，他最有出息的年仅18岁的长子又亡故离开人世。此前他的两个女儿也不幸夭折。这几重打击，使汤显祖的心理遭受了严重

的创伤。 

为了弥补政治上的失意和抚平丧妻失子的痛苦，汤显祖退隐后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情感通过戏剧来表现。在现实中

不能实现的爱情自由，那就让梦里的杜丽娘同柳梦梅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爱情和霍小玉同李益悲欢离合的爱情来实现。在

现实生活中不能揭露和抨击的政治黑暗和腐败，那就通过卢生的黄粱梦来揭露和抨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那

就通过南柯太守淳于棼的梦境来实现。 

特别是这位太守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百姓为他建生祠，立德政碑，爱妻瑶芳公主病逝后他肝肠欲裂，还朝后又遭奸相段功

将有人在出现异常天象后上书“衅起他族，祸在萧墙”嫁祸于淳于棼，导致国王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将他逐出槐安

国，这种经历的描写，不就是汤显祖本人宦海经历在文字中的再现吗？还有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大儿子去世和两个女儿的夭折给

其造成的巨大痛苦，也通过杜丽娘不幸亡故后对其母痛彻心肠的描写来表达。所以“临川四梦”，表面上写的是梦，实质上写

的是现实。“四梦”，寄托着汤显祖的情感、爱憎，也寄托着汤显祖的理想和思想。可以说，如果没有宦海沉浮和家庭不幸遭

遇的人生经历，汤显祖是绝对写不出如此深刻的戏剧作品的。 



 

 6 

四、江右宗教文化为汤显祖戏剧融入神秘瑰丽的色彩 

自古以来，江西的宗教文化极为兴盛，特别是佛教和道教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江西在历史上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之

一，很早就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是江西庐山东林寺，其创始人是晋代的高僧慧远，他

还发明了“阿弥陀佛”这一经久不衰的佛语。佛教界禅宗南系的清原系祖庭在江西吉安的清原山净居寺，曹洞宗的发祥地在江

西宜丰的洞山，沩仰宗的发祥地在江西宜春的仰山。 

道教天师道的祖庭在江西的龙虎山，葛玄创立的道教灵宝派祖庭在江西樟树的阁皂山，这两座山和上清派的茅山一起并称

为江南的三大道教名山。南昌一带供奉的许逊也是道教真君，万寿宫就是人们为纪念他消除水患为民造福而建的。之后兴起的

江西商帮在全国各地建了一千多座万寿宫，并把其作为商会的会址。江西赣南兴国的阴阳风水术也在南方各地乃至北方有很大

的影响。有明一代，江西的僧、道、术士无以数计，曾经辅佐过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周颠、张中都是江西人。 

汤显祖的两位老师徐良傅和罗汝芳都信奉道教，加上汤显祖的家庭也都信奉道教。他的祖父甚至要求汤显祖放弃科举而专

习道术消极避世，他自己 40岁时就离家到酉塘山过着耕读隐居的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汤显祖看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书籍，

并在这两方面颇有造诣，写了不少佛教和道教文章，他的《阴符经解》阐述了老庄哲学和道家文化的许多精要，是他的道教文

章的名篇之一。在南京任职时，他在好友邹文标家和达观大师相见，稍后又到栖霞寺再次拜访达观，并“受记”于达观，得“寸

虚”名号，他还曾在南京的清凉寺登坛说法，引起佛教界的关注。 

佛教和道教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第一是“出世”思想。汤显祖在21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前往南昌的西山云峰寺拜谢主考官张岳。在辞别回归时，他对着

寺庙前的池塘整理衣冠，不小心将头上一枚束发的簪子掉落在水中。在当时来说，束发是为了戴官帽，而坠簪散发对于他这样

一位新科学子则是不祥的兆头。于是，汤显祖便在寺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

为水云心。桥景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回缘莲叶中。”从这首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汤显祖还未进入官场便已

经萌生了归隐之意。不久达观大师云游至此，吟读这首诗后，便认定汤显祖有出世思想，于是开始寻找汤显祖，想度化他出家。

所以汤显祖虽然以后入仕为官，但出世和隐世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为行动。 

第二是人生如梦的思想。汤显祖虽然有强烈的儒家入世思想，就在他辞官归乡后还念念不忘“君恩未报难高隐”，希望朝

廷“起报知遇”。只是在三年后朝廷考察时认为他“浮躁”而削去他的职务时，他才彻底心灰意冷了。这时的汤显祖也就深切

地感到人生就是一场梦。正因为如此，他写的戏剧都离不开梦。诚然，这些梦都是现实的观照和映射，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汤

显祖对待人生的态度。人生充其量也就是“杯中余酒还未凉”“黄粱米饭还未熟”的一场短暂的梦，而且最后都是要失去的。 

第三是救世度人思想。《南柯记》末尾，淳于棼梦醒后，经老僧契玄点明，因此而皈依佛门。《邯郸记》的开头，就是山东

卢生在赵州桥酒店遇到仙人吕洞宾，给他一个瓷枕而入梦，戏的最后是卢生从梦中醒来感叹自己“是个痴人”，并跟着吕洞宾

去桃花阆苑做了个打扫卫生的道童。这两人最终都走上了宗教之路，是宗教救赎了他们。 

第四是佛家生死轮回的思想。《牡丹亭》里杜丽娘生而死又死而生，这既是爱的一种极致，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生即死和死即

生以及生死轮回的佛教思想。还有杜丽娘复活后在新婚之夜流着泪对柳梦梅说“怕天上人间，心事难谐”。可见在杜丽娘那里，

阳间和阴间，天上和人间，两者是相通的，是可以转换的。 

第五是善恶必报的因果思想。这在汤显祖的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婚姻虽然受到卢太尉的种种阻

拦和破坏而分离，但最终由于豪侠黄衫客的拔刀相助而重新团圆，卢太尉也受到惩罚。杜丽娘虽然离世了，但她对柳梦梅的真

挚爱情感动了阴间阎罗殿的判官，在发出“世间哪有一梦而亡之理”的感叹后，便放杜丽娘的魂魄随风飘荡，去寻找梦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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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终杜丽娘还魂人间，同柳梦梅相聚，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跨越了阴阳两界，人、鬼、情完美地合为一体。与汤

显祖同时代的人王思任看了“临川四梦”后有一个形象的概括：“《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

郸记》，仙也。”其实，《牡丹亭》也可说是“鬼也”。宗教文化，让汤显祖的戏剧进入了神秘瑰丽的灵魂境界。 

五、江右文人的风骨和文化情怀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注入巨大的精神动力 

在遂昌任知县的五年，是汤显祖为官生涯中最辉煌的五年，按照常理，即使有小人进谗，对他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儒家理想

和百姓情怀的官吏来说也不会轻易辞官归隐家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了这一关乎人生前途的重大决断呢？从目前掌握

的资料来分析，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报国无门、回天无力而消极避世。汤显祖的科考和为官时期，正好是明代的万历皇帝时期。这位皇帝长期躲在后宫

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尽管首辅张居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朝廷吏治的腐败却没有丝

毫改变，特别是在申时行任首辅时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些善于逢迎吹牛拍马的官员青云直上身居要位，相反一些品行好能力强

的官员不仅得不到提拔和重用，而且受到排挤和打击。这使得充满正义感的汤显祖心灰意冷，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县吏再

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从而下定决心归隐田园。 

二是李贽和达观的悲惨遭遇，使汤显祖感到不寒而栗。李贽一直以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的“异端”自居，他著有《藏书》《续

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委》等书，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官吏贪污，大加痛斥批判，

反对思想禁锢，主张革故鼎新。特别是他提出的“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对高下贵贱提倡人人平等的观点，引起了中下层人民的强烈共鸣，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严重触犯了封建道统。 

于是一些封建卫道士以李贽辞官之后在寺庙为僧时招收女弟子和在讲学时主张人人皆圣人、人人有自我为由，指责他不节

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有伤教化，在他76岁那年将其逮捕入狱，最后他用一把剃须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达观的结局也是如

此。他一生以禅学为武器批判程朱理学，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以性为本心为发用，一反佛教僧人“应在山中修行”的明朝佛教

规定，积极推进各阶层僧俗交流，上至禁宫、公卿，下至山人、走卒，他都一一结交，尤其是与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来往甚密，

经常在一起注疏经典，唱和诗篇。不仅如此，达观还为受到朝廷迫害的正直人士鸣冤叫屈。他曾与当时的高僧憨山商定共修明

代《传灯录》，但不久朝廷却以私建寺院之罪将其下狱，此事也就成为泡影。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知府吴宝秀因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务税的命令被弹劾逮捕。这两件事对达观的刺激和打击很大，

他愤然说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

复走王舍城矣。”这话被传到宦官那里，他们便以达观写了《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的“妖书”将其迫害致死。李贽和

达观的悲惨下场，使汤显祖进一步认清了官场的险恶，他想与其这样胆战心惊地为官，不知哪天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险遭不测，

还不如早点归隐回乡求个平安度日。 

三是江右文人铮铮风骨和文化情怀的影响。既然在从政为官的道路上不能建功立业，那就归隐田园另觅其他途径开辟一番

新的事业吧。这也是自古以来江右文人的一个传统。早在东晋时期，陶渊明就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呼喊，毅然辞去了彭

泽县令回到家乡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创作了《桃花源记》《归去来兮》等不朽诗文，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南宋的杨万里一生以气节著称，因坚决主张抗金洗雪国耻，直言敢谏得罪权臣韩侂胄，最后称病归乡闲

居，成了著名诗人，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 

汤显祖的老师徐良傅，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因一再上疏得罪当时的首辅夏言，因而获罪入狱，40 岁时被削职为民。他回

到故里，在拟砚台“筑室而居”，收徒讲学，受到乡亲百姓的爱戴和尊敬。汤显祖的另一个老师罗汝芳，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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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进士，先后任太湖知县、宁国和东昌知府、云南道巡察副使、右参政等职，在任上建立乡规、修缮城池、疏浚河湖、兴修

水利，颇有建树，但最后因讲学以“事毕不行，潜往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的罪名遭到弹劾。他在被罢官归里后，创办

“从姑山房”，从事讲学活动，提出了“赤子之心即是良知”“百姓日用即道，当下即是功夫”等思想观点，最终成为王阳明

心学的第四代传人，被誉为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可以说，正是这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他 49岁的时候，

乘着一叶扁舟回到了家乡临川。然而，福兮祸所伏，坏事变成了好事。政治上的失意却使汤显祖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和烦恼，

仕途之路的断绝也使汤显祖彻底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在没有喧闹的家乡一边“落日寒园自荷锄”，一边进行戏剧创作，这不

就是又一个活脱脱的陶渊明么？ 

汤显祖之所以要选择戏剧创作，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戏剧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在南京为官时，他就创作了《紫钗记》。另一

方面是他要用戏剧救世，用戏剧感悟人。由于戏剧集演、唱、道、做于一体，又有人物、故事、情节，“随所妆演，无不模拟

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比起诗词等其他文学形式来，

更能酣畅淋漓地直击人的心灵。正因为戏剧有着这种特殊的效果，汤显祖果断地拿起了戏剧这个救世化人的艺术武器。 

这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所说的那样：戏曲能打动人的情感，看戏可以使君臣关系符合礼节，

融洽父子恩情，促进长幼和谐，增添夫妇感情，树立朋友间的友好关系，消除彼此间的仇恨与矛盾，治疗精神上的疾病，戒除

不良的嗜好。只要人人看戏，瘟疫病毒便不会发作，天下太平无事。由于汤显祖全副身心进行戏剧创作，终于使他建立了其一

生中最为重要的功业，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就这样诞生了，一座戏剧的丰碑也就这样在中华大地上竖立了。 

六、江右戏剧文化的繁荣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江西的戏剧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驱魔避邪的傩舞，宋元时期亦有“戏曲之邦”的美誉。王安石曾在诗中描绘

过家乡“逢逢战鼓声，壤壤战时伍”的演戏情景。南宋咸淳年间永嘉杂剧传入了江西南丰。我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元曲体裁、

技巧和韵律的作品《中原音韵》是江西人周德清所写。 

江西乐平人赵善庆是第一位立足于民间本土的元曲杂剧作家。元朝末期饶州地区的元曲杂剧艺术非常繁荣。于元末明初形

成的弋阳腔被称为南戏高腔的源头，在明代永乐年间就流行于江西、安徽和福建等地。弋阳腔传入徽州青阳与当地歌调相结合

产生了青阳腔，因为这种声腔是弋阳腔的变腔，不久便回流江西广泛传播。此后，江西的戏剧便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大约从明代中叶开始，宜黄就成为江西的戏剧中心，被称为“戏剧之乡”。由于这里戏剧发达，加上离临川很近，所以汤

显祖创作的戏剧，都是由宜黄戏班演出的。在明朝嘉靖以前，宜黄戏班唱的是青阳腔。公元 1560年，在浙江任布政使司右参政

兼按察使司巡海的抗倭名将、宜黄人谭纶回到家乡，因他精通音律，又对戏剧特别是声腔艺术很有研究，在看了宜黄班的演出

后，觉得青阳腔过于“调喧”而很不喜欢，于是下令戏班引进“音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近一刻”的海盐腔，从而

使宜黄戏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大量的宜黄人从事戏曲演出活动，最多时“食其技者殆千余人”，以至形成了“临川才子，宜黄弟子”的盛况，正如万历

年间的南昌人万时华写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寒入短裘连大白，人翻新谱自宜黄”。此后，由于宜黄海盐腔慢慢同青阳腔和其他

曲调相互融合产生了宜黄腔，最终又演变成皮黄调，成了中国戏剧历史上同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梆子腔并列的五大声腔

之一。这也是京剧、徽剧、川剧等戏剧二黄腔的前身。与此同时，随着宜黄腔的崛起，江西省内也相继产生了抚河戏、信河戏、

东河戏、吉安戏、宁河戏和西河戏等戏剧，呈现出一派争奇斗艳、生机蓬勃的景象。 

汤显祖退隐回乡后建了一座新居，并取名为“玉茗堂”。玉茗花是一种白色的山茶花。汤显祖以其命名，寄寓自己洁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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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志气与情操。他不仅在“玉茗堂”为宜黄班撰写剧本，而且还把他们集合到这里排演戏剧，在唱曲方面给予具体指导，以

提高宜伶对原作的理解力，在演唱时符合原作的意境。他经常在花园里欣赏宜黄戏伶们演出“临川四梦”并加以评点。如对才

艺双全的宜伶吴迎饰演《紫钗记》里的霍小玉时，汤显祖说她“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 

与此同时，汤显祖还要求宜伶们讲戏德，讲品格，实际上成了宜黄班的灵魂和导师。汤显祖这种手把手教宜伶们演戏做人

的场面，在他的有关诗词中可以看出来。如他在《七夕醉答君东二首》诗中写道“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

遍无人会，自掐擅痕教小伶”。又如在《与宜伶罗章二》信中谆谆嘱咐他“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

求他酒食钱物”。宜黄班的演员奉傩神灌口二郎清源真君为祖师，想建祠以祭祀。 

汤显祖不仅全力支持，还亲自撰写了《庙记》。这也是我国剧坛上第一篇从舞台实践来探讨戏曲功能和戏曲表演的文章。鉴

于宜黄班的演艺水平不断提升，汤显祖又把他们派往南昌、吉安、南京、徽州等地演出。在汤显祖的精心培植下，宜黄班的“临

川四梦”演出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也使“临川四梦”迅速走向全国，不少地方剧种都纷纷移植改编演出，特别是

《牡丹亭》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以致后来成了昆剧等戏剧的主打和品牌剧种，一直长演不衰。 

宜黄戏特别是“临川四梦”的兴盛，与当时江西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心学的传播，

江西广大民众要求摆脱封建桎梏向往心身自由的思想空前活跃和高涨，这种思想必然要在文化艺术领域有所反映。加上这一时

期社会相对安定，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店铺和圩场的交易日益增多，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更多的收益，也有了更多可供自己自

由支配的时间，因而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生活。 

于是，戏剧这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便迅速地繁荣起来，体现当时人们思想追求和社会生活的“临川四梦”也就自

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总之，没有汤显祖“临川四梦”的优秀剧作，也就没有宜黄戏班的崛起。相反，没有宜黄戏班的精彩演出，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就不可能与观众见面，甚至有可能成为锁在橱柜里的一堆废纸。正是宜黄戏班提供的演出舞台，才使

汤显祖能够扬其才华，展其身手，遂其心愿，酬其壮志，让“临川四梦”在中国的戏剧史上永远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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